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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知识流动与知识生产跨国合作

铁　瑛　崔　杰＊

：本文从国际移民的角度探讨了国际知识流动与知识生产的跨国合
作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精简的知识生产模型并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全球移民
和专利引用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基准结论表明，移民流出提升了目的国对本
国专利的引用，即国际移民促进了知识的跨国流动。机制检验发现，当国家间
默会知识交流障碍更大，或者作为默会知识载体的技能移民更多时，国际移民
更能促进知识的流动。最后，本文识别了跨国合作专利，并发现国际移民促进
了知识生产的跨国合作，并且当合作双方的发展程度差距较大时，这一促进效
应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国际移民；知识流动；知识生产跨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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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变得更弱，实现与过去相同水平的

技术进步也需要更多的研发努力 （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８）。如图１所示①，全球创新版图出现了

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创新活动由原先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扩散；第二，跨

国合作显著增加，中等收入经济体逐渐成为国际创新合作的重要力量，加入全球创新网

络。② 由于各国关于知识储备和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具有一定的差异，除了增加研发投

入外，技术前沿的突破还有赖于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在国家间的自由流动有

利于日益复杂的技术问题得到解决 （Ｐｅｒｉ，２００５）。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长期执行的

“市场换技术”策略虽然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但却很难真正获取核心技术，尤其是嵌

＊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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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２０１９年 《世界知识产权报告》中的相关统计，在２０００年之前，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贡献了
全球专利的９０％，但几年后，其他国家的专利贡献就从几乎为零增加到了三分之一，且保持增长趋势。

根据欧洲专利局的官方统计，在１９９０年，国际专利合作主要发生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占
团队专利的９７％，而在２０１７年，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国际专利合作已经增加至约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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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核心技术内的默会知识①。由于新知识往往是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结合后共同产生的
结果 （Ｍｏｋｙｒ，２００５），缺乏对默会知识的学习，将难以推进技术前沿，不仅不利于创新
强国的实现，更有可能导致我国落入 “创新陷阱”（诸竹君等，２０２０）。因此，探索知识
在国家间的更有效流动，通过吸收国际前沿知识实现本国的自主创新就显得尤其重要。

图１　创新合作的变化趋势及各类国家参与国际创新合作的比重变化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

默会知识对新知识的产生具有关键作用，但却因为储存在人脑中难以通过语言文字
符号予以记录，因此需要借助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才能得以扩散 （Ｈｏｗｅｌｌｓ，２００２）。

除了默会知识本身的传递特点外，由于知识的跨国流动还严格受限于地理距离、文化差
异等带来的交流障碍，进一步加大了默会知识扩散的困难，这也意味着实现知识的充分
流动更加离不开人类的迁移和彼此互动。

作为流动于国与国之间的劳动力群体，移民恰好满足了可以实现面对面交流默会知
识的两个重要条件。第一，成功跨越目的国迁移门槛的移民往往拥有一定的教育经历和
工作经验，使其自然地成为默会知识的载体，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高或从事科研工作的
技能移民，拥有更加丰富的默会知识，对知识的扩散和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Ｈｕｎｔ
ａｎｄ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Ｌｏｉｓｅｌｌｅ，２０１０）。第二，移民可以与当地人进行跨文化的面对面交流 （Ｂｏ－
ｓ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有效地减少传递本国信息时的摩擦。因此，在知识的跨国流动与生
产过程中，移民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作为重要的国际移民流出国与目的国，移民能否
成为我国吸收前沿知识的重要来源，又能否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科研合作，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的重要资源？这正是本文所要尝试解答的问题。

目前关于国际移民的相关文献更多地关注了其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过程，而相对忽
视了国际移民在知识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例如在微观层面上，已有研究发现国际移民促
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改进 （Ｈｏｒｎｕｎｇ，２０１４），扩大企业出口 （杨汝岱和李艳，２０１６）

① 理论认为，人类的现有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或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与默会知识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或ｋｎｏｗｈｏｗ），其中显性知识一般指可用文字、图样、声音等方式储存在特定媒体的知识，进而分
享给大众，如书本等。默会知识一般指的是很难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知识，这类知识的获
得较为困难，需要通过个体的长期实践和探索或者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互动才能获得，例如面对面的培训、课堂、
讲解等所发生的知识传递。



第４期 铁瑛、崔杰：国际移民、知识流动与知识生产跨国合作 １５５１　

等；在宏观层面上，推进一国比较优势转变 （Ｂａｈａｒ　ａｎｄ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２０１８），促进人力资
本积累 （Ｂｏｓ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等。尽管如此，在上述关注于物质产品生产的文献中也不
难捕捉到知识流动与知识生产的 “影子”。例如，Ｈｏｒｎｕｎｇ （２０１４）等涉及企业生产率的
文献发现了国际移民与本地居民的 “面对面”交流实现了本国知识在目的国的扩散，而

Ｂａｈａｒ　ａｎｄ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２０１８）认为国际移民流入由于带来了本国的默会知识，使得目的
国开始出口与移民来源国相似的产品。

已有研究虽然隐含了默会知识随着人的迁移轨迹而得以流动的潜在机制，但缺乏直
接的证据支撑，并且关注的重点也不是知识流动或知识生产问题，本文与它们有明显差
异：第一，本文关注知识产品的生产，为 “国际移民通过克服默会知识的交流障碍，实
现知识的跨国流动和国际协作生产”这一关键命题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直接的经验证
据；第二，知识生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本质的区别，新知识的产生意味着国际技术
前沿的边际推进，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既不一定是新知识生产的结果，同时也往往并不
意味着新知识的产生，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它更多地表现为对显性知识的学习和应用；
第三，在具体的识别方面，本文以全球国际移民为研究对象，而非已有文献常用的短期
旅游人员流动数据或特例国家的发明家移民样本，国际移民与国际旅游人员虽然都有人
员流动的性质，但同时有本质性差异，以旅游为目的的迁移更多地体现为信息的分享，
而非是对技术创新具有关键影响的默会知识的流动，这就导致已有研究很难基于知识生
产或创新的背景，从理论层面上刻画外生的移民信息如何影响微观个体获取默会知识的
行为，为人的迁移与跨国知识流动提供更具说服力和普适性的证据，更难从人的迁移角
度解释知识跨国合作生产的现象。而基于特例国家移民样本的研究，尽管证明了移民对
知识扩散的促进效应，但却很难解释全球创新格局变化的新现象。

在知识流动方面，文献更多关注了显性知识的流动，而相对忽视默会知识流动困难
对新知识生产的负面作用。例如，企业通过进口新产品以及向贸易伙伴、上下游企业进
行学习而得到知识 （Ｂｕｅｒａ　ａｎｄ　Ｏｂｅ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２０），但基于贸易和投资渠道所学习到的知
识更多的是嵌入产品的显性知识，而非本文所强调的对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的默会知识。
此外，由于知识流动具有独特的地理模式和偏向，很难在国家间实现自由流动，且并非
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借助产品和服务的流通得以扩散，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可以帮助实现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默会知识的扩散 （Ｋ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Ｙｅａｐｌｅ，２０１３）。这
就意味着 “人”在知识的流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无法被货物或服务的国际贸易所
替代，因此作为默会知识的载体，国际移民通过面对面交流所形成的跨国知识流动，特
别是默会知识的让渡对于新知识的产生甚至有着决定性作用。

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跨国创新合作逐渐增多的现象虽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
注，但却缺乏来自移民角度的证据。并且，涉及知识生产的研究也未对知识的国际合作
生产做出较好的解释，跨境合作的实现模式也难以被现有的研究结论所支持。尽管有研
究发现，团队合作可以促进成员间互动学习提升创新水平 （Ａｋｃｉｇｉ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但搜
寻创新合作伙伴并达成有效的合作关系并非易事，一方面国家之间发展差距导致合作实
力不匹配，另一方面地理空间、文化距离等交流障碍也会造成信息不对称。考虑到知识
流动的边界特征以及默会知识传播的现实难题，针对跨境的知识生产合作， “人”的因
素更应得到重视。因此，本文识别出专利中的国际协作研发模式，在探讨国际移民对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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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识流动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国际移民对国家间开展知识生产合作的影响，不
仅从国际移民的角度解释了中等收入经济体加入全球创新合作的现象，还对发展中国家
如何在技术追赶的过程中，与创新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共同开展科技研发工作，尤其是
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发。

此外，由于国际移民的动因相对复杂，且在数据质量方面往往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此，关于国际移民的研究经常面临棘手的内生性问题 （Ｂａｈａｒ　ａｎｄ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２０１８），
而工具变量法由于难以克服数据质量的限制也很难缓解这一问题。基于已有文献的不
足，本文从如下角度对国际移民内生性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处理：第一，基于 “９·１１事件”
设计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基于事件分析框架再次估计了国际移民对知识流动的作用；第二，
本文基于 “国家对 年份”面板数据的数据特点，同时控制了国家对联合固定效应、国家
年份联合固定效应，有效控制不可观测因素所带来的遗漏变量偏误；第三，借鉴Ｂａｈａｒ　ａｎｄ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２０１８）等经典研究，选择相似的控制变量；第四，严格区分移民流向，控制反
向的移民流，避免在国家对层面直接加总双方移民存量所造成的混淆。

本文基于如下三点做出贡献：第一，据所掌握的资料，本文是从国际移民的视角，
直接探究知识流动与跨国知识合作生产的首次尝试。基于国际移民作为默会知识携带者
的特征，本文将其引入个体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获取默会知识的行为决策中，构建了一个
简洁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全球国际移民和专利引用数据，借助多个衡量默会知识交流障
碍的指标，探索移民通过影响默会知识的面对面交流而对知识跨国流动产生作用的理论
机制，这与更多关注显性知识扩散的研究有重要区别。第二，本文使用了一种新的思路
尝试克服国际移民相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特别是针对统计不足以及虚假零
值等问题，本文通过寻找外生事件冲击，设计准自然实验，直接考察事件所带来的平均
处理效应，在尽可能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同时还有效地规避了数据质量的限制。第
三，将新知识生产与生产率提升进行严格区分，利用多国合作的专利样本，首次从国际
移民的视角探讨了知识生产的跨国合作问题，且进一步基于各国在多个前沿科技领域的
专利样本数，深入探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知识生产协作，不仅为
国际移民促进知识跨国合作生产提供了经验证据，还从移民的角度回应了我国一直坚持
在开放中创新的发展理念。

二、理 论 建 模

（一）模型基本设定

假定新知识的生产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且存在两类已有知识，显性知识和默
会知识。假定只有一个国家ｊ，ｊ中代表性个体通过付出努力习得这两种知识，并进行
搭配来生产出新的知识。根据已有文献，在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
表现出互补的关系 （Ｍｏｋｙｒ，２００５；Ｋｅｒｒ，２００８）①，因此本文假设新知识的生产函数为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新知识生产意味着知识前沿推进，默会知识对于成功学习和使用前沿技术是
必要的，并且还对发展和开拓新的知识很重要，而不同领域的创新往往需要该领域特定的默会知识 （Ｋｅｒｒ，２００８）。
因此，本文假定在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显性知识和默会知识均是必不可少且互补的，并且基于不同科学领域的创
新存在异质性，无需对α的具体取值严格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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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惕夫型生产函数①，即

Ｙ＝ｍｉｎ｛αωｅ，ωｔ}， （１）

其中，Ｙ 表示新知识，ωｅ 表示显性知识，ωｔ 为默会知识，α为大于０的参数，衡量两类

知识的最优搭配比例和相对重要性。新知识的成功生产为个体带来回报，出于简洁性，

本文假定其为正的常数Ｑ。

个体在新知识生产中所付出的 “努力”完全被习得所需的两种知识所抓取。在信息

流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个体总是可以通过网络和书本等途径获得所需要的显性知识，假

定个体对于显性知识的习得是确定的，且所付出的搜寻成本与学习成本也是确定的，记

为一个正常数Ｃｅ。

默会知识无法被文本化，假定个体有两种途径获取所需的默会知识：第一，以自我

探索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的方式，经过多次实践获得；第二，通过与携带所需默会

知识的人进行面对面的互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而习得，因此个体的策略集Ω＝ ｛只考

虑自我探索，向他人学习}。

对于第一种方式，个体表现为基于已有的知识储备、工作经验和学习能力等进行干

中学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的过程。假定个体从每次实验中获得所需默会知识的概率为

λ，各次实验相互独立，所以在ｎ－１次失败后，个体在第ｎ次获得默会知识的概率为φ，

φ＝ （１－λ）ｎ－１λ，个体的实验次数ｎ服从几何分布，即ｎ～Ｇ（φ）。假定每次实验都需要

花费大于０的实验成本γ，因此无论能否通过自我探索方式获得默会知识，个体都需要

支付相应次数的实验成本，这同时意味着存在成本约束时，个体不能通过无限次的实验

来习得所需的默会知识。因此个体在自我探索方式下的最终结果集为 ｛探索失败，探索

成功}②，分别对应于概率 ｛（１－λ）ｎｍａｘ－１，１－ （１－λ）ｎｍａｘ－１}，获得默会知识的收益函

数为：

Ｒｄ（ｎ）＝

Ｑ－γ－αＣｅ， φ＝λ （ｎ＝１）

Ｑ－２γ－αＣｅ， φ＝ （１－λ）λ （ｎ＝２）

…… …… ……

Ｑ－ｎγ－αＣｅ， φ＝ （１－λ）ｎ－１λ （ｎ＝ｎｍａｘ－１）

－ｎγ－αＣｅ， φ＝ （１－λ）ｎ （ｎ＝ｎｍａｘ－１）

.■

■

■

（２）

①

②

之所以没有将生产函数设定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ＣＥＳ型生产函数，主要源于如下四个原因：第一，文献中
更普遍使用的是里昂惕夫型生产函数；第二，现实中有大量两类知识相结合的案例，例如面对面技术培训和交流活
动，促进员工之间扩散工作技巧和默会知识，又比如在面对难度较高的技术任务时，通过促进队员之间的面对面互
动帮助传递复杂的知识等，包括在高校中的周期性ｓｅｍｉｎａｒ等；第三，默会知识虽然有可能通过行为人的某些表现
转化为显性知识，例如儿童学习系鞋带，可以通过绘画的方式将步骤记录下来供学习和模仿，但是这一过程并不会
出现新的知识；第四，ＣＥＳ的设定也会和知识生产的基本概念相违背，对于任何不为０的替代弹性，风险的偏好差
异总会使得一些个体选择使用没有风险的显性知识来实现生产，而显性知识的组合无法产生新的知识，因为它没有
推进人类知识的边界，这就产生了矛盾。

“探索失败”指的是个体在第 （ｎｍａｘ－１）次实验中也失败了，并不包含在未达到最大尝试次数前因为失败
而中途放弃再次实验的情形，对于理性个体而言，给定ｎ＜ｎｍａｘ－１时失败而放弃继续探索得到的预期收益 （ｎｙ－
αＣｅ）永远小于继续实验带来的回报 （－ｎγ－αＣｅ＋ （１－λ）ｎλ（Ｑ－ｎγ－γ）■■ ■

＞０

））。而 “探索成功”指的是不论在第几次

实验时成功获得默会知识的所有情形，即ｎ＝１，２，…，ｎｍａ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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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２）表明ｎ的取值决定了个体是否可能选择以自我探索的方式获得默会知识，ｎ
对收益Ｒｄ 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是当ｎ→∞时，（１－λ）ｎ－１λ→０，进一步地，如果当λ→０

时，个体预期通过自我探索方式习得默会知识需要承担的失败次数Ｅ（ｎ）＝
１
λ→∞

，这

意味着个体通过自我探索方式习得默会知识的意愿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加而下降；二是当

ｎ越大时，个体受到的成本约束越紧。因此，为保证新知识成功被生产并可以为个体带

来正收益，实验次数ｎ应具有上确界，即ｎ≤
Ｑ－αＣｘ
γ

＝ｎｍａｘ，ｎｍａｘ为实验次数最大值，

因此由式 （２）可得个体通过只考虑自我探索方式获得默会知识的预期收益应为：

Ｅ（Ｒｄ）＝ ［１－ （１－λ）ｎｍａｘ－１］（Ｑ－
γ
λ
）－αＣｅ. （３）

如果个体选择通过与他人进行面对面交流而获得默会知识，个体需要通过如下两步

实现：第一步，在会面选择集中搜索携带所需默会知识的人，并支付搜寻成本；第二

步，在以ｐ的概率成功找到默会知识携带者的前提下，支付学习成本 （Ａｋｃｉｇｉ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由于无从得知代表性个体可能遇到的咨询对象，出于分析的简便，本文假设居

住在国家ｊ的全部公民Ｌ 均进入个体ｖ的会面选择集，搜索到所需默会知识的概率ｐ与
其相关，当个体可以选择的会面对象越多时，个体越有机会找到拥有所需默会知识的潜

在学习对象，即满足∂ｐ／∂Ｌ＞０。与此同时，假定在信息化条件下，进行准确搜索的概

率不会因搜索范围的略微扩大而产生变动，即搜索成本为固定的正常数Ｃｓ。出于简洁，

假定当个体找到默会知识的携带者后，学习过程是同质且确定会成功的，个体只需要支

付ＣＬ的学习成本。因此，如果个体选择通过向他人学习的方式获得默会知识，那么其

结果集为 ｛寻找失败且自我探索失败，寻找失败但自我探索成功，寻找成功}，对应概

率为 ｛（１－ｐ）（１－λ）ｎｍａｘ－１，（１－ｐ）（１－ （１－λ）ｎｍａｘ－１），ｐ}，收益函数为：

Ｒｏ（ｎ）＝

－ （ｎｍａｘ－１）γ－ＣＳ－αＣｅ， φ＝ （１－ｐ）（１－λ）ｎｍａｘ－１

Ｑ－ｎγ－ＣＳ－αＣｅ， φ＝ （１－ｐ）（１－λ）ｎ－１λ，（ｎ∈｛１，…，ｎｍａｘ－１}）.

Ｑ－ＣＳ－ＣＬ－αＣｅ， φ＝ｐ

■
■

■

（４）

因此，可知预期收益为：

Ｅ（Ｒｏ）＝ｐ ［Ｑ－ＣＳ－αＣｅ－ＣＬ］■■ ■
（１）

＋（１－ｐ）［（１－ （１－λ）ｎｍａｘ－１）（Ｑ－
γ
λ
）－ＣＳ－αＣｅ］

■■ ■
（２）

＝ （ｐ＋ （１－ｐ）［１－ （１－λ）ｎｍａｘ－１］）Ｑ－ （１－ｐ）［１－ （１－λ）ｎｍａｘ－１］
γ
λ
－ＣＳ－ｐＧＬ－αＣｅ.

（５）

式 （５）第 （１）部分是通过向他人学习方式获得默会知识的预期收益，第 （２）部

分即为寻找默会知识携带者失败后，通过只考虑自我探索的方式获得默会知识的预期

收益。

（二）单一国家的均衡

个体采用何种方式习得默会知识将会被Ｅ（Ｒｄ）和Ｅ（Ｒｏ）的关系所决定，不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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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令Ｅ（Ｒｄ）≥Ｅ（Ｒｏ），得：

Ｑ≤
ＣＳ＋ｐＣＬ

ｐ （１－λ）ｎｍａｘ－１
■■ ■
（１）

－
１－ （１－λ）ｎｍａｘ－１

（１－λ）ｎｍａｘ－１
■■ ■
（２）

γ
λ
＝Ｑ. （６）

式 （６）不等式后第一项的经济学含义是通过向他人学习获得默会知识需要付出的

加权成本，权重是成功找到默会知识携带者且自我探索失败的概率的倒数；第二项表示

的是自我探索方式下需要付出的加权实验成本，而权重是自我探索成功与自我探索失败

的概率之比。显然，只有当研发的收益充分小时，个体才会选择自我探索的方式获得默

会知识，否则个体均会选择尝试通过向他人学习的方式获得默会知识，Ｑ表示决定默会

知识获取策略的临界收益，当且仅当新知识的收益小于或等于这一临界值时，个体才会

选择自我探索。虽然两种策略都有可能被选择，但相对来说，个人探索策略需要具备更

苛刻的条件，而向他人学习策略则会在更多情况下被采用。而且该策略下，新知识成功

生产的概率也是更大的。

（三）模型拓展：国际移民的作用

假定世界有ｉ，ｊ两个不同的国家，两国对称，但每个国家分别掌握一定量的默会知

识。假定个体在搜索前对本国默会知识及携带者的信息是完全的，若本国存在，则国内

搜索一定可以成功。并且，在本国公民人数Ｌ 不变时，个体在本国找到所需默会知识携

带者的概率为ｐ（Ｌ）。若国内并不存在所需默会知识的携带者，个体也可以花费一定的

搜索成本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差异化的默会知识，但他仍不清楚默会知识的具体携带者。

个体可以选择去国外 “碰运气”，并支付更高的搜索成本ＣＳ，α，即ＣＳ，α＞ＣＳ，因信息不

对称，个体不能遍历国外所有公民，只能以确定的低概率Ｌ＞０，β＜ｐ（Ｌ）搜索到所需

默会知识，给定Ｌ＞０，β＜ｐ（Ｌ），并支付更高的学习成本ＣＬ，α，ＣＬ，α＞ＣＬ。

假设对于国家ｊ来说，会有ｘ个国际移民，因此个体的国内会面集由Ｌ 变为Ｌ＋ｘ，

而搜索和向移民学习所支付的成本与国内相同。国际移民拥有来自母国的默会知识，且

跨越迁移门槛来到ｊ国的国际移民可以被视同为本国公民，个体可以完全掌握其信息。

由于国际移民可以携带来自国外的默会知识，假设携带概率为ξ（ｘ，ｈ），其中ｈ表示国

际移民的技能水平，主要基于技能型人才往往掌握更多用于提高生产率或者促进创新的

默会知识 （Ｈｕｎｔ　ａｎｄ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Ｌｏｉｓｅｌｌｅ，２０１０），假定ξ＞β，即相比于个体去国外逐一

搜索，移民总是具有获取母国默会知识的优势。并且，国际移民数量越大，技能水平越

高，携带相应默会知识的概率越大。

此时，个体选择进行自我探索的预期收益仍与初始状况相同。如果选择向他人学

习，尽管对所需默会知识的分布并不了解，但基于对国内信息的完全，个体会先在本国

公民中进行搜寻，概率仍为ｐ（Ｌ）。在本国公民中搜寻失败后，个体可以选择自我探索，

或选择在国际移民中搜索。在信息化条件下，搜索集的少量增加不会带来成本变动，因

此个体在国内的搜寻成本也覆盖了在国际移民中的搜寻，并以ξ（ｘ，ｈ）的概率寻找到

所需要的默会知识并支付相同的学习成本。当结束在国内的一轮搜索而仍然没有获得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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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知识时，个体可以选择自我探索或者继续去国外 “碰运气”。综上，以上标ｍ 代表引

入国际移民后的情况。个体的策略集实际为Ωｍ＝ ｛只考虑自我探索 （策略一），向他人

学习只考虑本国公民 （策略二），向他人学习且考虑国际移民 （策略三），向他人学习且

考虑国外 （策略四）}。

显然，策略一和策略二的预期收益均与基准情形相同。而相比于策略二，策略三是

占优策略，证明过程备索。策略四的行动决策过程如图２所示。因此，最终均衡取决于

策略一、策略三、策略四之间的选择。①

图２　策略四决策过程示意图

对策略集Ωｍ 中的各策略进行对比分析可得新的临界值，其排列关系为Ｑ
－
ｄ，ｘ＜

Ｑ
－
α，ｘ

②，由此可得均衡策略：对于∀Ｑ∈（０，Ｑ
－
ｄ，ｘ），个体选择策略一，并以 ｛１－ （１－

λ）ｎｍａｘ－１}的概率成功生产１单位新知识；而对于∀Ｑ∈（Ｑ
－
ｄ，ｘ，Ｑ

－
α，ｘ），个体选择策略三

获取默会知识，并以 ｛１－ （１－ｐ）（１－ξ）（１－λ）
ｎｍａｘ－１}的概率成功生产１单位新知

识，此时如果默会知识来源于国际移民，则知识的跨国流动发生；仅有当Ｑ∈（Ｑ
－
ｄ，ｘ，

∞）时，个体才会采用策略四，并伴随知识的跨国流动，而新知识会以 ｛１－ （１－ｐ）×
（１－ξ）（１－β）（１－λ）

ｎｍａｘ－１}的概率被成功生产。③ 虽然知识跨国流动的障碍 （充分大

的ＣＳ，α和ＣＬ，α带来更大的Ｑ
－
α，ｘ）使得新知识往往无法以最大概率被生产，但当存在国际

移民时，新知识成功生产的概率仍然优于没有国际移民的情况，当面临更高的知识流动

障碍时，国际移民对于知识流动和知识生产的作用会更加突出，综上，可以得到：

基准命题　国际移民的存在促进了知识的跨国流动并提高了新知识成功生产的

概率。

①

②

③

限于篇幅，各项策略的具体概率构成和预期收益详见附录Ａ，篇幅所限，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
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ｈｔｔｐｓ：／／ｃｅｑ．ｃｃｅｒ．ｐｋｕ．ｅｄｕ．ｃｎ）下载。

Ｑ－ｄ，ｘ表示策略一和策略三的选择临界值，Ｑ
－
α，ｘ表示策略四与策略三的选择临界值，相关求解和证明详见附

录Ａ。
相关求解和证明详见附录Ａ。



第４期 铁瑛、崔杰：国际移民、知识流动与知识生产跨国合作 １５５７　

三、数据与变量

（一）知识流动：数据处理与识别

本文使用专利引用衡量知识流动，数据来自欧洲专利局专利统计数据库 （ＥＰＯ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简称ＰＡＴＳＴＡＴ）。① 数据准备工作如下：

第一步，确定专利所属国，基本处理过程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专利引用数据处理过程

具体清洗过程
数据量 （引用记录数 （占全部专利

引用比例））

获取全部专利发明人的所属国信息： ２　８３５　７３７条 （１００％）

１．与含有部分专利详细信息ＯＥＣＤ　ＲＥＧＰＡ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库进行匹配 ９０５　５５４条 （３２％）

２．通过网络爬取ＥＰＯ官网获得剩余全部专利的详细信息 １　９０５　６１５ （６７．２％）

２．１剔除ＥＰＯ官网上专利信息或发明人缺失的样本 １４　１７９条 （约０．５％）

２．２剔除多国合作的专利样本 ９　１８０条 （约０．３％）

将两种获取途径下的全部专利发明人信息与专利引用记录进行匹配、合
并，得到各国历年专利引用的全样本

共损失０．８％的专利引用记录，最终得
到２　１８０　５１３条专利引用记录 （９９．２％）

第二步，明确知识流动发生的时间。欧洲专利局规定，申请专利需要提交所引用的
专利清单，如果将专利成功申请看作是新知识生产完成，那么这其中所发生的引用就可
以被识别为知识的流动。因此，本文将专利引用侧的专利申请年份作为知识流动发生以
及新知识生产的年份。

第三步，本文将所识别出的专利以及引用按照所属国家进行加总，将其对应至国家
对 年份层面。②

（二）其他变量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国际移民数据，主要来自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９年的联合国移民数据库 （Ｕ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同时也
利用了ＯＥＣＤ移民数据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中
关键的移民受教育水平及职业信息。此外，控制变量中两国双边贸易额数据来源于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贸易数据库。

四、实 证 研 究
（一）实证方程设定

基于前文理论模型和已有文献，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实证方程：

ｌ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ｊｔ＝α＋βｌ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ｔ＋Ｘγ＋θｉｊ＋θｉｔ＋θｊｔ＋εｉｊｔ， （７）

①

②

相比于其他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除了欧洲国家以外，还包括了来自其他国家专利申请的有效信息，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利申请的 “本国偏向”（ｈｏｍｅ　ｂｉａｓ），还保证了专利引用数据对国家的覆盖。

限于篇幅，更为具体的识别策略权衡、处理方案及思路详见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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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ｉ、ｊ分别表示被引 （流出）、引用 （流入）国家，ｔ表示年份，前缀ｌｎ表示
变量的自然对数值。被解释变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ｊｔ表示ｔ年ｊ国对ｉ国的引用数，解释变量Ｍｉ－
ｇｒａｎｔｉｊｔ表示ｔ年ｉ国流入ｊ国的移民存量。Ｘ 为控制变量向量，除了Ｂａｈａｒ　ａｎｄ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所建议控制的双边出口额、双边进口额之外，还控制了反向的移民流数 （Ｍｉ－
ｇｒａｎｔｊｉｔ），控制反向的移民流动可以有效排除声誉效应。θ表示固定效应，本文分别控制
了被引 （流出）国 年份层面的联合固定效应 （θｉｔ）、引用 （流入）国 年份层面的联合
固定效应 （θｊｔ）以及国家对联合固定效应 （θｉｊ）。①

（二）基准估计结果

基准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核心解释变量ｌ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　ｔ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
明当ｉ国至ｊ国移民增加时，ｉ国被ｊ国引用的专利会增加，形成了从ｉ国至ｊ国的知识
流动。这一发现为解释跨国知识流动提供了一个来自移民视角的有力证据，表明在知识
的跨国流动中，“人”的因素是重要的，也证明了本文理论部分的基准命题。已有文献
大多认为移民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移民通过自身的努力将所学知识用于创新，而本
文基准结论的发现说明，国际移民作为流动于国与国之间的知识载体，同样有助于促进
知识在母国与目的国之间的流动。此外，本文基准结论还具有另一个重要含义，即在控
制了来自国外移民对本国专利被引用的影响后，移民 “走出去”对于帮助提升本国知识
成果在国外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对于很多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推动
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建设具有现实价值。

表２　基准估计结果②

被解释变量：ｌ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　ｔ ０．１２２５＊＊＊ ０．１１５４＊＊＊ ０．１５５５＊＊＊ ０．１１８５＊＊ ０．１２０４＊＊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５８１）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５７９）

Ｘ 是 是 是 是 是

ＦＤＩ　 Ｙｅｓ

θｉｊ、θｉｔ、θｊｔ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３　７６７　 ３　５９７　 ４　９３５　 １　８１６　 １　８１６

Ｒ２ ０．９６４　 ０．９６４　 ０．９５８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５

　　注：①＊、＊＊、＊＊＊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国家对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表统

同；②Ｘ 表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双边出口额、进口额和反向移民流，如无说明，本文回归均进行控制；③θ表示

固定效应；④列 （１）为基准结果，列 （２）保留同时有移民流出和移民流入的国家对样本，列 （３）将缺失值替换为

０．００１，列 （４）只对成功匹配了ＦＤＩ数据的ＯＥＣＤ国家对样本进行回归，列 （５）是进一步加入ＦＤＩ作为控制变量，

两国双边投资统计数据来自ＯＥＣＤ数据统计库，ＦＤＩ的加入导致了严重的样本损失。

（三）克服内生性问题：基于 “９·１１事件”的再分析

国际移民相关研究所面对的内生性问题是比较棘手的，特别是国际移民数据存在天

①
②

限于篇幅，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详见附录Ｃ。
限于篇幅，完整回归结果详见附录Ｄ。



第４期 铁瑛、崔杰：国际移民、知识流动与知识生产跨国合作 １５５９　

然缺陷，与国际组织一般的统计数据不同，国际移民数据并非由联合国直接进行统计，
而是依赖各国移民局等部门统计后上报，在此过程中就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部分国
家没有完备的国际移民监查体系，这导致了大量的缺失值，并且这一问题集中于目的国
为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第二，即便目的国为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相对完整，由于非
法移民问题的存在，也可能导致数据较真实值偏低，且无法准确识别，这些问题即便通
过构建有效的工具变量也无法克服。因此，本文改变既有文献寻找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
问题的处理思路，考虑使用重大事件的外生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它可以克服国际移民
数据质量的限制，然后利用经典的事件分析框架估计国际移民对跨国知识流动的处理效应。

本文选取的重大事件为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发生在美国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简称
“９·１１事件”，该事件是发生在美国本土最为严重的恐怖攻击行动，其影响力轰动全球。
除了平民伤亡和经济影响，“９·１１事件”间接导致了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长期隔离
与对立。在此之前，美国虽与部分伊斯兰国家存在不和，但首先，这些龃龉不会蔓延至
两大阵营的对立；其次，主要纠纷只局限于外交领域，特别是基于以色列以及多次中东
战争的衍生品，没有直接的冲突，也没有对民间正常往来进行严重的干预。 “９·１１事
件”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Ｏ，下文简称
“北约”）于１０月４日引用北约宪章第五条，首次启动共同防卫机制。除了少数恐怖分
子首脑及直接执行者外，“９·１１事件”的发生对于美国以及全世界都是未预期到的不确
定事件。

北约各国移民局对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国际移民也进行了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干预，
包括公开的加强甄别、限制入境等。“９·１１事件”对北约国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移民往
来还有持续性的影响：（１）更加严格的空中航行管制，即使在 “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的
三年，美国依然减少了重新开放的空中旅行；（２）普通民众对来自伊斯兰国家移民抱负
面态度，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人们出现反移民的态度；（３）阿富汗战争增加了伊斯兰国家
的反美情绪，相对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会导致更低的移民意愿；（４）北约国家收紧移民宽
松政策。

综上，本文将 “伊斯兰国家 北约国家”国家对划分为处理组，而将 “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国家”“北约国家 北约国家”国家对划分为控制组，即 “９·１１事件”造成了伊
斯兰国家与北约国家之间的隔阂，但对伊斯兰国家之间或北约国家之间是没有影响的，
形成冲击时点为２００１年的准自然实验。采用经典的倍差法，通过观察 “９·１１事件”冲
击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关于专利引用变化的差异，探究国际移民对知识流动的影响。
具体方程设定如下：

ｌ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ｊｔ）＝α＋ ∑
３

τ＝ －３，τ≠－１
βτＴｒｅａｔｉｊＩ（ｔ＝τ）＋Ｘγ＋θｉｊ＋θｔ＋εｉｊｔ， （８）

其中，Ｔｒｅａｔ是哑变量，取１表示国家对属于处理组；Ｉ为指示函数，当ｔ＝τ时取１，
以超过２００１年的第一个时期为０期 （即２００５年），与移民数据相匹配的年份配置为事件
发生的前后三期 （即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７年）。βτ为所关注的参数，它表示相对于冲击发生前
一期 （ｔ＝－１），τ期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专利引用差异。预期当τ＜０时，βτ不显著；
而当τ＞＝０时，βτ显著为负，即表示在 “９·１１事件”发生之前，知识流动在两组国家
之间无差异，满足 “平行趋势假设”，但在 “９·１１事件”后，处理组国家之间的移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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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显著减少，处理组国家对所发生的知识流动也相应显著少于控制组，产生显著的处理
效应。图３为估计结果，事件发生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在专利引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
在事件发生后，相比于对照组，处理组的平均专利引用显著更低，表明继 “９·１１事件”
导致双方移民流动下降之后，伊斯兰国家与北约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也显著降低。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的敏感性分析，具体包括：（１）将控
制组替换成除伊斯兰、北约国家外的国家对样本；（２）剔除了包含美国和阿富汗的国家
对样本；（３）在控制组中只保留了仅在处理组中出现过的西方国家；（４）通过置换检验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的方法进行安慰剂考察。此外，本文基于两个角度考察除了移民以
外，“９·１１事件”对跨国知识流动影响的其他可能渠道：（１）跨国专利引用的变化可能
是由于 “９·１１事件”后，由于网络资源管控而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控制网络资源审查
因素；（２）“９·１１事件”所造成的严重破坏性导致敌对情绪加剧，而上升到意识形态和
文化价值的对立，进一步控制文化输出因素。结果均保持稳健。① 本文也进行了经典倍
差法估计，相关结果详见附录Ｇ。

图３　事件分析的动态效应

　　注：横坐标表示距离事件发生的时期数，ｔ＝０表示事件发生当期，纵坐标为相对于事件发生前一期（即ｔ＝－１）

专利引用 （对数值）在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平均处理效应，图中纵向的虚线表示９５％置信区间。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围绕以下三个思路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评估特
异样本带来的影响，剔除专利授予 （或申请）前十的国家；第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
专利引用占比；第三，考虑移民对知识流动可能存在的滞后影响。结果均保持稳健。②

①

②

使用世界银行统计的各国互联网接入数以及移动网络订阅数测度网络资源，使用ＣＥＰＩＩ统计的国家间关于
文化产品的贸易流数据测度文化输出，限于篇幅，具体结果详见附录Ｅ和附录Ｆ。

限于篇幅，具体内容详见附录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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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检验———默会知识的流动

（一）基于默会知识流动障碍的证据

基于本文理论分析，移民对知识跨国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个体选择面对面交
流的方式获取默会知识，从而形成知识的跨国流动。由于默会知识本身是无法观测的，
因此，借鉴文献中所描述的默会知识传播特征，从可观测的传播障碍出发进行考察，关
注默会知识交流障碍对基准结论的影响。借鉴已有文献，本文分别使用两国基因距离①、
文化距离、宗教距离②、是否具有共同语言、是否曾经存在殖民关系、地理是否毗邻③等
一系列指标衡量两国默会知识交流的障碍。具体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结果显示，基于
多个不同的距离指标均表明，如果ｉ国与ｊ国的默会知识流动难度越大，则国际移民促
进ｊ国引用ｉ国专利的影响效应越强。

表３　机制检验———基于默会知识流动障碍的证据

被解释变量：ｌ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ＫＬｄｉｓｔｉｊ衡量指标： 基因距离 文化距离 宗教距离 共同语言 殖民关系 地理毗邻

ｌ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ｔ×Ｋｌｄｉｓｔｉｊ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０３４＊＊ ０．５６５０＊＊ －０．３１０１＊＊ －０．３８１８＊＊ －０．２４６５＊＊＊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０１７） （０．２７９４） （０．１４２１） （０．１９３８） （０．０８４９）

　　注：限于篇幅，下文表格均仅汇报关键变量估计结果，完整结果详见附录Ｊ。

（二）基于默会知识携带者特征的证据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既有研究结论，技能移民相比于非技能移民由于拥有对科技
研发具有关键影响的默会知识，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力。本文采用两种衡量技能
移民的指标，其一是借鉴 Ｈｕｎｔ　ａｎｄ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Ｌｏｉｓｅｌｌｅ（２０１０），利用 ＯＥＣＤ移民数据库
提供的移民受教育水平信息，将移民划分为技能移民和非技能移民。其二，借鉴

Ｂｏｓ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利用 ＯＥＣＤ移民数据库提供的移民职业信息，将来自科学、技
术、工程、数学 （ＳＴＥＭ）领域的从事研发工作的移民归为技能移民，其余归为非技能
移民。表４为具体回归结果，其中Ｅｄｕ＿ｈｉｊ表示技能移民占ｉ国流入ｊ国总移民的比例，

ｌｎＳＴＥＭｉｊ表示在ＳＴＥＭ领域且从事科研工作的国际移民数，均为基期值。交乘项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移民对本国专利被目的国引用的正向影响会因两国技能移民的增加而得
到进一步增强。

①

②
③

借鉴Ｓｐｏｌａｏ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２００９），本文使用以族裔人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得到的加权基

因距离衡量两国之间的平均基因距离。计算方法为，Ｇｅｎｅ＿ｄｉｓｔｉｊ ＝∑
Ｉ

ｉ＝１
∑
Ｊ

ｊ＝１

（ｓ１ｉ×ｓ２ｊ×ｄｉｊ），其中ｓｋｉ表示某族裔ｉ的

人口数占国家ｋ总人口的比例，ｄｉｊ 即为生物学家通过等位基因频率计算得到的基因距离 （关于这一概率的解释和详
细计算过程可参见ｈｔｔｐｓ：／／ａｌｆｒｅｄ．ｍｅｄ．ｙａｌｅ．ｅｄｕ／ａｌｆｒｅｄ／ｉｎｄｅｘ．ａｓｐ，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文化距离和宗教距离数据来源于Ｓｐｏｌａｏ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２０１５）。
哑变量均取１代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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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机制检验———基于默会知识携带者特征的证据

被解释变量：ｌ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ｊｔ （１） （２）

ｌ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　ｔ×Ｅｄｕ＿ｈｉｊ １．７３２４＊＊＊

（０．５４６２）

ｌ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　ｔ×ｌｎＳＴＥＭｉｊ ０．０６６０＊＊

（０．０３３１）

六、进一步讨论：国际移民与知识生产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知识生产过程由原来的一国之内逐渐拓展至多国合作，大
量的研发创新通过团队合作的形式完成，其中研发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么一个自然
的问题就是，国际移民流入是否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生产的跨国合作呢？

本文识别了专利数据库中的团队合作专利，探讨国际移民对国家间开展知识生产合
作的影响。在多国合作的专利样本中，有一部分专利的多个发明人来自三个或者三个以
上不同的国家。这类专利样本按照文献中的 “降维”方法，将专利出现的所有国家名称
进行非重复的两两组合，再按照国家对加总，并把这种专利合作形式归为 “参与合作”。
而如果多国合作专利样本的发明人仅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则被定义为 “直接合作”。
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移民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双边移民数量增加促进了专利的跨
国合作。

表５　移民与跨国知识生产合作

被解释变量：ｌｎ　Ｍｕｌｔ＿ｐａｔｅｎｔｉｉｊｔ 合作专利 直接合作 参与合作

（１） （２） （３）

ｌ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ｔｏｔａｌｉｊｔ ０．３５２７＊＊＊ ０．２３３０＊＊ ０．５８４２＊＊

（０．１３３１） （０．１１０６） （０．２７０３）

　　注：知识生产的跨国合作不具有指向性，本文将原有的带有流动方向含义的国际移民指标加总为两国间的国际

移民总量 （Ｍｉｇｒａｎｔ＿ｔｏｔａｌ），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相应调整。列 （１）被解释变量为全部合作专利，列 （２）、列 （３）

分别为直接合作和参与合作专利。

本文进行拓展性研究并发现：第一，移民对专利合作的促进效应在发展差距较大的
国家对中更大；第二，两国间移民往来不仅有助于克服知识生产跨国合作的国家发展水
平差异，还能进一步克服两国在科技前沿领域发展差异。①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探讨移民与跨国知识流动、知识生产合作的关系，并提供了来自理论和实证层
面的证据。理论推导结果表明，国际移民流入带来知识的跨国流动，并提高新知识成功

① 限于篇幅，完整结果和讨论详见附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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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概率。在实证方面，本文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全球国际移民数据和专利引用数据，
得出以下结论：（１）移民增加促进了知识的跨国流动，这一基准结论同时得到了来自外
生事件分析的证据支持；（２）当两国默会知识的交流障碍更大或技能移民占比增加时，
这一促进效应会得到进一步增强；（３）移民往来会促进两国的知识生产合作，促进发展
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高精尖领域的知识生产合作。

改革开放后，随着向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其中在２０１１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等成为全球接受专利申
请量最多的机构，但关于专利质量的研究同样指出我国的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并不匹
配，实现自主创新的转型仍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２０２０年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重视同各国科研人员的联合研发，更要主动
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在当下我国从模仿创新到
自主创新的关键期，面对 “逆全球化”的思潮涌动以及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通过发挥
国际人才的力量加强全球创新合作，助力本国创新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笔者认
为本文结论对此具有以下政策启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一些鼓励性政策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造成了对国外技术引进和模仿的路径依赖，但随着我国在科研创新方面所取得
的进步，国内的知识同样需要 “走出去”，通过增强我国的科研影响力以及在科技领域
内的国际话语权，以达到 “引进来”的目的，而这恰好可以借助移民的力量，正如本文
研究得出的移民会促进知识跨国流动的结论。此外，本文结论还表明，国外人才的引进
仍然十分重要，这需要我国逐步放开国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以及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优惠
条件，吸引外籍科学家参与科技创新的共同研发，在主动开放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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